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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风险导向，现代产业

网络核心的企业，已经越来越难以离开与利益相关方涉及经济、环境和社会等不同

要素层面的交互和嵌入。更多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成为现代企业融入产业网

络的标签，而且越来越借助制度的约束力，以保证切实践行。本研究在完成专门指

向 “制度性要素”的国内外文献和经验整理的基础上，归纳 ＣＳＲ责任制度化的世
界理论共识和中国难题，藉此分析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的现状、问题和矛盾，

在此基础上，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引擎的上海地区近２００家产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
为调研样本，甄别和发现责任制度化的关键议题和优先顺位，进而提出当下中国企

业责任制度化的多元路径实现方案。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方　社会责任制度化

一、引　言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到来，当下中国在产业提振、经济滞胀、基尼警戒和环保底线等
之间的抵牾显现相当程度的 “蝴蝶效应”。作为世界加工厂的许多企业陷于资源过度透支、

污染水流、食品安全频发、劳工血汗工厂等泥淖尚未拔出，又有更多棘手难题接踵而来，

比如，大股东占款、消费信息不对称、供应链信用下降、土壤辐射污染、贸易摩擦加剧、

证券内幕交易、侵占社区资源、上市虚假报告、偷逃避税丑闻等等。可以说，目前不少中

国企业不仅是 “风险广布”，而且还有很强的 “风险导向”。

　　对此，中国的政府和许多企业已意识到：（１）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以及环境保护等亟
待调整，不能再沿袭以往依赖于透支劳工权益、无度破坏环境等 “向下竞争”的方式，而

应该尽快改变产业链布局和竞争压力传递机制，尤其把更多关注重点移向产业升级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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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领域。（２）面对产业升级和信息化带来的主体间交互性越来越强，作为体量迅疾膨胀的
现代产业网络核心的企业，已越来越难以离开生产和雇佣等更多要素的社会与环境 “嵌

入”。因此，更多强调企业肩负起社会责任，不仅成为企业融入全球产业网络的准入门槛，〔１〕

而且开始被提升为国家产业振兴的新一轮战略元素。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前
所未有地明确提出尽快强化大企业的社会责任。（３）需要更多借助制度的约束力，来缩减风
险导向下隐患无处不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这样存在较大弹性空

间的议题，更有必要加以制度规约，以保证切实践行。很显然，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作

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风向标的产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做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社会责任调研，

逐步探索和实现企业社会责任 （ＣＳＲ）的制度化，日益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２〕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除了借助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客户压力等市场机制
的倒逼，只依赖于 “自愿”难以推行 ＣＳＲ。〔３〕无论是加强国家监管，还是寻求更多主体共
管，以制度化方式而不是放任自流，对于中国推行 ＣＳＲ不可或缺。然而，以往的 ＣＳＲ研究
集中于管理学和伦理学领域，即使有少量的法学研究，也多是 ＣＳＲ制度化的框架设计，相
对缺乏制度化文献的归纳梳理、专门指向制度性要素的调研和进一步落实制度实现的方案。

本研究所指的责任制度化，不仅是指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还包括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

软法、政策以及行业规范、与公众沟通对话的机制等。简言之，制度化指的是国家、行业

组织、企业自身和社会参与的整体制度安排。

　　ＣＳＲ制度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问题，除了当下聚焦较多的责任评估标准，〔４〕还应
扩展到责任的内容归纳、履行顺位和治理方式等一系列问题。本项研究拟在完成专门指向

“制度性要素”的国内外文献和经验整理基础上，寻找 ＣＳＲ制度化的理论共识，藉此归纳分
析制度化的问题和矛盾。同时，以位于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地区带有样板意义的近２００家产
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作为实证调研样本和评价对象，根据 “责任最佳实践”和 “责任实

践顺位”两大目标，甄选当下中国推动 ＣＳＲ走向制度化的关键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责
任制度化来自国家、行业和社会的层级约束机制及相应的多元治理模式。

二、国内外责任制度化的研究和实践

　　ＣＳＲ制度化的讨论，最基本的前提仍为企业是否应在盈利之外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说，
发韧于美国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那场著名论战，已对此做出了奠基性贡献。〔５〕即使此后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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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诸如欧盟 ＳＷＩＴＣＨＡｓｉａ促进机构、美国信息产业机构 （ＵＳＩＴＯ）、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
（ＪＥＩＴＡ）、韩国电子信息通信产业振兴会 （ＫＥＡ）等机构，都纷纷与中国各地的工信部门、商务部门和行业
组织紧密合作，提供资助，从生态效益、环境安全、职业健康等角度推动能力建设和评估活动，在遍及中国

的企业集群与公共利益相关方之间扩大影响，藉此选择融入世界产业链的 ＣＳＲ合格供应商。
最新的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国际标准，已把社会责任从商业企业延展到其他不同类型的组织，广义称之为组织社会责
任。考虑到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更为熟悉，本研究仍沿用这一概念。

参见张宪初：《全球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及对中国的启示》，《中外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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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不断，〔６〕甚至迄今影响犹在，〔７〕越来越积极地推动 ＣＳＲ也已成为世界主流趋势。〔８〕

　　 （一）国外责任制度化的研究及经验

　　随着新经济地理学意义上企业要素的空间分散化、网络结构化，〔９〕由材料、生产、服
务、流通等串联起来的产业链逐渐从集聚走向分散，涉及更多的责任承担维度和利益相关方，

“三重底线”〔１０〕和 “利益相关方”〔１１〕两个经典学说逐渐受到重视。它们构建的企业以经济

责任为基础、兼及社会和环境责任的闭环稳定结构，不仅能够借助经济上的盈利对股东负责，

还可以更多体现对客户消费者、内部员工、商业合作者、供应链伙伴、同业竞争者、周边社区

等利益相关方承担责任，因而获得了主流认同并被付诸实践。〔１２〕很显然，对 ＣＳＲ问题的认
识，已从以往沿着经济维度只考虑指向股东利益的内部成本和绩效，扩展到从社会和环境维

度更多考虑外部利益相关方。根据科斯定理，一旦企业的内部要素外部化而产生市场交易

成本，制度的功能就有了更多的功能发挥空间，这为走向责任制度化提供了初步理论依据。

　　在此基础上，海外 ＣＳＲ制度化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是法经济学阵营。早
期源于企业商业公信力的旁侧效应，法经济学者开始提出企业除盈利还应承担更多社会责

任。此后这一进路又基本上沿着两条平行的路线展开：（１）围绕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和评
估，主要的测评工具包括 ＲＤＡＰ量表、〔１３〕ＳＲＥ模型、〔１４〕美国的 ＫＬＤ指数、Ｆｏｒｔｕｎｅ声望指
数等；（２）根据上述测量的结果，结合制度化的效力差异，展开层次分析，如旨在推进企
业社会责任制度化的 “内外错分学说”、〔１５〕“同心圈理论”、〔１６〕“责任三角模型”〔１７〕和

“三重底线论”〔１８〕等。无论何种路线，推动 ＣＳＲ制度化都逐步被视为国家获取全球产业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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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ｌｄｅｒｓ，３４（７／８）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６１３－６２７（１９９１）．



争优势的发展战略元素。

　　二是法社会学阵营。不同于法经济学倾向于把 ＣＳＲ制度化作为实现企业长远利益最大
化工具的基调，不少学者基于以往文献的梳理和论证，逐步发现 ＣＳＲ与 ＣＦＰ绩效之间未必
是正相关的，〔１９〕于是开始转换思路，提出了目前已成为 ＣＳＲ领域主流的利益相关方理论。
它可以细分三个流派：（１）从 “企业立宪”、〔２０〕“综合社会契约”、〔２１〕“企业公民”〔２２〕等政

治角度，基于权源、契约等提出企业应以规范化负责任的方式行使权利；（２）基于制度整合
的视角，论证企业到底应该如何恰当响应制度性问题，〔２３〕是否应以服膺于制度来衡量企业的

社会表现；〔２４〕（３）从权利和利益这两个法律要素，剖析企业对利益相关方的 “信托法律责

任”，〔２５〕推出类似于联合国全球契约那样以人权、劳工权和环境等为基础的 ＣＳＲ制度框架。
　　从实践角度来看，国外 ＣＳＲ的制度化经历了较长的历程。２０世纪初，产业革命以来的
企业活动产生了严重后果，如残酷血汗剥削、严重环境污染和极度社会动荡等，反过来制

约了企业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基于这一背景，美国学者谢尔顿 （ＯｌｉｖｅｒＳｈｅｌｔｏｎ）最早提出了
ＣＳＲ概念。此后，美国通用电气的欧文 （ＯｗｅｎＹｏｕｎｇ）在演说中指出，不仅股东、雇员、
顾客和民众在公司中都有一种利益，而且公司的经理们有义务保护这种利益。这是企业应

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观念的最初经典表述，也是利益相关方理论的发端。这一理念

对于推动 ＣＳＲ后来被纳入公司治理范畴，产生了深远影响。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随着企业发展和对社会影响力的扩大，西方社会各界日益关注劳
工、环境等社会问题。面对各方压力，企业不得不关注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美国的商学院

也开始设置企业社会责任课程，以让更多企业家全面了解这一议题。１９５７年欧共体签订的
罗马条约，７０年代巴黎国际商会发表的 《日益增长的社会责任》报告，１９７３年日本针对
“反企业运动”掀起的企业社会责任入法浪潮，都进一步为推动责任制度化奠定了更为广泛

的企业认知和舆论基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ＣＳＲ思潮终于开始具体化为立法运动，朝着责任制度化迈出关键一步。
１９８３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率先立法，特别授权公司决策层更多考虑股东之外利益相关方的问
题。截止１９８９年，全美已有２５个州出台了类似的法律。其中，康涅狄格州的立法明确要求企
业应该更多考虑其他的利益相关方。这就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促使企业强

化了社会责任意识，逐步把 ＣＳＲ当成企业发展战略，并在管理运营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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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３３（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９３－３１１（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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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ｏｒｉｄ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７７１－８２８（２００７）；Ｄ．Ｌ．Ｓｗａｎｓｏ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ｙ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
ｃｉ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２０（１）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４３－６４（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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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９（２００２）．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企业 ＣＳＲ运动，并日益与国际贸易相
结合。许多跨国公司面对工会、消费者团体和其它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开始着手制定 “责

任行为准则”，在公司供应链上重点实施，以显示对社会责任的承诺。无疑，这里的行为准

则不同于一般企业生产操作流程方面的规则，是跨国公司自行制定的、以国际劳工组织核

心公约为基础、侧重于保护跨国公司影响力所及范围内劳工权益的行为规范。沃尔玛、迪

斯尼、耐克等公司都制定过自己的类似标准。当然，跨国公司对行为准则的实施往往有着

绝对控制权，缺少外部监督，因此更多只是在形式上推行这些标准，以赢得社会各界的信

任，而不一定是真正关心供应商是否达标。借助于制定和施行企业行为准则来推行 ＣＳＲ的
做法，责任制度化终于在企业落地生根，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并得以迅速推广。

　　然而，即使是跨国公司制定和推行的 ＣＳＲ准则中，也暴露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
相关标准也缺乏社会公信力。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至今，ＣＳＲ的发展除了表现为跨国公司

借助于供应链推行自身的行为准则外，又出现了新的制度推行方式。不少发达国家的商业机构

和社团组织，纷纷推出各种独立的第三方 ＣＳＲ标准，用于企业的 “认证”。其共同点是以相

关国际标准为依据，将保护工会和集体谈判、禁止童工和强迫劳动、反对就业歧视、实行

法定工时和工资、促进职业安全卫生以及推动节能减排和环保作为基本原则和目标。随着

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国际上 ＣＳＲ的制度性安排逐步为更多国家和企业所接受。
　　 （二）中国责任制度化的探索和短板

　　近年来，中国政府和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ＣＳＲ绝不只是责任还是发展战略。它涉
及的风险类别和风险点几乎覆盖现代企业运作的所有环节，乃至影响到当下中国产业升级

和信息化的进度及程度。类似于 ＳＡ８０００、ＩＳＯ２６０００这样一些国际通行的标准，已在相当程
度上不再被视为对发展中国家抑制的 “贸易壁垒”或 “人权标准”，而是更多国内企业完成

产业升级转换顺利进入海外市场的牌照。

　　中国对 ＣＳＲ的探索虽然起步较晚，但迅速积累了不少有益成果。从２００６年公司法修订

时将 ＣＳＲ原则性入法后，国务院国资委、商务部等先后发布政策文件，〔２６〕浙江、上海、深
圳、长沙等地方政府、沪深两地证交机构，工业、纺织、金融、电子行业等领域，不仅雨

后春笋般地发布地方版或行业版规范，〔２７〕还不同程度地推动以 ＣＳＲ评估为主的若干特色项
目。〔２８〕以央企为主的许多内资企业开始发布 ＣＳＲ报告，〔２９〕并选择性参加专项年度评选，

甚至出现了首个社会责任投资 （ＳＲＩ）产品。〔３０〕不过，当下中国 ＣＳＲ发展整体水平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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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国务院国资委出台 《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意见》，商务部发布 《外资投资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指导性意见》。

主要包括：《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指导守则》（２００８），《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社会责任导则》（２００７），《长沙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意见》（２０１２），《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意见》（２００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２００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２００８），《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２００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
会责任指引》（２００９），《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２００８版、２０１０版）等。
如上海浦东新区的 “区域责任竞争力指数报告”项目 （２０１２）、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的 “劳动密集型企

业社会责任核心要素及其评价”项目 （２０１２）等。
２００６年，国家电网发布了国内企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之后几乎所有央企都开始发布年度 ＣＳＲ报告。
２００８年，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等８家银行及其他券商推出兴业社会责
任投资基金，其最大特色是聚焦投资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上市公司。



只有少数行业处于领跑地位，多数企业刚刚起步，仍有相当数量的企业还在旁观；央企ＣＳＲ
指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国企、民企和外企，围绕客户、员工、环保等的责任实践领先于刚刚

兴起的责任管理理念。这种上下不统一、平行差异大、前后不一致的整体状况，决定了推

动 ＣＳＲ需要进一步寻找适当的切入口。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引入 ＣＳＲ概念后，国内出现了不少针对某一区域或行业的研究成
果，〔３１〕而且整体上是沿着将之纳入公司治理，〔３２〕强调责任效力层次化，〔３３〕提出赋予外在

约束力，〔３４〕进而把 ＣＳＲ逐步推向制度化的轨迹发展，这为找准新的切入口提供了方向。走
向制度化被视为中国今后推动 ＣＳＲ的趋向所在，然而国内研究呈现两个短板：一是虽然不
少研究把 ＣＳＲ作为企业发展战略，〔３５〕但较少专门进行过指向 “制度性要素”的实证调研；

二是政府、行业和学者相对更热衷于林林总总的报告指南和测评工具开发，〔３６〕缺少涉及制

度性要素的多元变量回归分析，以及深入探讨推动 ＣＳＲ制度化的统一规划。

三、假设和检验目的

　　已有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制度缺位下推动 ＣＳＲ没有多大效果。〔３７〕“推动 ＣＳＲ需要经济
和制度两种要素，其中制度是关键因素，经济是通过制度对 ＣＳＲ起作用。”〔３８〕结合已有的
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本实证调研拟就 “制度性要素”提出假设及给予定量分析，为寻找

制度化进程中的关键议题和主要路径奠定基础。

　　 （一）责任承担的基本状况

　　一般认为，ＣＳＲ指数是由责任管理和指向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的责任实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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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成果如：辛杰：《企业社会责任价值观研究———以山东省２２００家企业调查为例》，《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０８
年第１１期；刘正义主编：《责任竞争力：浦东新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工业和信息化部政策法规司：《浙江：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实践与思考》，《研究与参考》２０１２年
第１８期等。行业研究成果如：顾庆良、臣淑君：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企业社会责任 （ＣＳＲ）现状调查》，
《企业家天地》２００６年第１１期；陈佳婧、张明泉：《石油企业社会国责任评价体系结构分析》，《科技创新导
报》２００８年第７期；侯晓红、岳文：《我国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设计》，《煤炭经济研究》２００８年
第６期；华立群、朱蓓：《中国银行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南方金融》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等。
参见刘俊海：《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参见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和法学分析》，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朱慈蕴：《公司的社会责任：游
走于法律责任和道德准则之间》，《中外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参见史际春等：《论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义务、道德责任及其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２００８年
第２期；蒋建湘：《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化》，《中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见胡贵毅：《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基于企业价值创造与利益分配的视角》（２０１０上海交通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陈留彬：《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证研究———以山东省为例》（２００６年山东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赵林飞：《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 （２０１０年东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叶
祥松、黎友焕：《２００４广东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广东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比如，ＣＳＣ９０００Ｔ（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２００５）、ＤＺＣＳＲ３００００（浙江鼎尊商务咨询有限公司，２０１３）、《中
国企业社会责任推荐标准和实施范例》（北大光华管理学院，２００６）、《宁波市企业信用监管和社会责任评价
办法》（浙江省宁波市政府，２０１２）、《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研究》（科技部软科学项目，２００８）。仅在上海
地区，就有 《上海市企业社会责任地方标准》 （上海市质检局，２００９）、ＳＥＯ－ＣＳＲ２．０（上海市经团联，
２０１３）两个标准。
参见前引 〔３〕，张宪初文。
Ｊ．Ｊ．Ｃａｍｐｅｌｌ，Ｗｈｙｗｏｕｌ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ｈａｖｅ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Ｗａｙｓ？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３２（３）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９４６－９６７（１９９８）．



符合采购链要求、满足客户购买意向和迎合股东投资取向等，是企业与生俱来的经济责任，

有着长期实践的基础。由于 ＣＳＲ在中国兴起时间较短，责任管理内容仍在不断更新和完善，
相较于企业对采购商、客户和股东承担经济责任，敲定和落实企业对社会和环境承担更多

责任的确切内涵，尚难以在短期内获得认同，受关注度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比如，随着环

境责任的内涵迅速丰富，新的责任要求和环境指标不断涌现，ＣＳＲ环境责任的推动难度加
大，不少企业跟不上责任发展步伐，阳奉阴违甚至干脆放弃。据此，提出假设１。
　　假设１：在 ＣＳＲ涉及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三重底线中，目前企业承担责任的水平依
次递减。

　　若假设成立，则整体推动 ＣＳＲ制度化的重点，未来一段时间内应放在加强企业的社会
和环境责任方面。

　　根据２０１０年国际上推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责任标准，责任实践应以一种
既考虑企业规模又能周全行业属性和产业特点的方式，来处理并监控其决策及活动给社会

和环境带来的影响。近年来，中国许多国企由于国资委的强力推动，加强了责任管理；跨

国公司为树立品牌形象和应对舆论期待，也更多地积极履行责任。不过，国企的责任实践

样板，往往示范性有余而复制性较差。中小企业的责任实践，似乎应采取实用、简单和经

济的方式，更多考虑与社区的紧密度、高管对企业更直接的影响力等因素。外向型企业由

于越来越多遭遇出口或投资国的 ＣＳＲ贸易壁垒，不得不亦步亦趋地跟风于国际标准，被迫
接受国际品牌商的责任调查，特别是在节能环保、劳工人权和产品质量三类问题上最为引

人注目，需要重点予以关注。据此，提出假设２。
　　假设２：除大型国企和跨国公司的责任实践有自己的议题，中小企业、外向型企业都应
形成自己需要优先关注的议题。

　　若假设成立，除了具有样板示范意义的国企责任标准应在更高层次上推动外，责任制
度化需要更多结合中小企业、外向型企业的特征，更加有针对性地推动责任实践。

　　鉴于中国建成全国范围内比较权威的既符合国际标准又有本土特色的责任评估体系有
待时日，在责任制度化的起步阶段，需要在不过度增加企业成本的前提下，首先让企业逐

步学会和习惯于真实、完整、有序地披露责任信息。一项针对中国 １００强企业的调查显示，
保险、银行、零售、贸易等行业受资源约束小，这些行业中有２３．４％企业未披露任何指标；
在降污减排方面的信息披露较差，披露温室气体减排和办公废弃物处理的企业的占比分别

为１０．５％和２．６％。石油石化、电力、金属、建筑、设备制造等行业降污减排的任务较重，
但信息披露重在制度和措施，量化指标信息披露不足。〔３９〕责任报告掩盖负面信息，抑或故

意遗漏对己不利信息，最终会让责任报告成为文字游戏，还会误导政府、行业组织等因难

以掌握面上真实数据而作出错误决策。据此，提出假设３。
　　假设３：当下企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不够完整，尤其是量化指标不够，需要优先加以
关注。

　　若假设成立，则除了目前上市公司应承担的法定真实披露义务之外，可以适当扩大承
担披露义务的主体范围，扩大披露的内容，加强对披露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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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

〔３９〕 参见黄群慧、彭华岗等：《中国１００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状况评价》，《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



　　 （二）责任承担的关键议题

　　许多研究表明，至少短期内企业财务绩效与 ＣＳＲ成反比。〔４０〕因此，即使现代产业经济
学把 ＣＳＲ列为企业发展战略，当下多数企业仍以对利益相关方履责能否获取迅速回报来决
定对其履责的程度。于是，许多企业可能更多借助技术升级、信息管理和品牌树立来承担

社会责任，在直接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和客户关系管理的同时，带动节能环保、

员工凝聚力等 ＣＳＲ要素相应提升，使责任效益很快实现。但是，广东富士康员工跳楼、苏
浙纺织行业为了降低雇佣成本和规避环保指责而纷纷内迁，以及巴基斯坦的阿迪达斯足球

制造业滥用童工等类似事件表明，〔４１〕借助于企业发展战略推动 ＣＳＲ的作用似不宜被放大，
比如产业链上游可能以责任转移方式，通过跨地域投资和产业空间转移刻意回避所在国家

或地区的 ＣＳＲ压力。据此，提出假设４。
　　假设４：针对当前多数企业来说，企业经营战略在影响 ＣＳＲ路径的要素中仍起主要作
用，国家、行业和社会提供的制度性要素的影响相对较弱。

　　如果假设成立，则下一步应当关注加强国家的法律监管和政策配套，发挥行业组织的
自我规制能动性，设计必要的公众参与和沟通机制。

　　以上多元路径意味着责任承担可以容纳更多的异质需求，产生较强的弹性和适应性。
比如，虽然责任履行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但 “现在总比未来重要”，因而可以借

助税收这一政策杠杆，把累计收益值的一部分以当前收益形式提前实现。公司法第５条规定
公司必须 “承担社会责任”，只是一个分析起点，具体内容还有待充实。推动企业从原来一

味营利的单边思维，发展成为具有更多公共性的责任组织，需要依赖内容层次和形式效力

多元化的开放制度性安排。据此，提出假设５。
　　假设５：企业外部环境的规范程度，对 ＣＳＲ水平发挥正向影响作用。
　　包括安然、伊利、世界通讯、三鹿等公司丑闻在内的一系列事件反复表明，无管制的
市场容易走向极端，一旦丑闻爆发后再去处理，可能会给利益相关方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美国１９９２年发布企业 《内部控制整合框架》，２００２年又推出 《萨班斯—奥克斯利公司治理

法案》，对企业内部控制提出更严厉要求，迫使不少潜在高风险上市公司黯然退市，在推进

企业履行 ＣＳＲ方面收到了预期效果。据此，提出假设６。
　　假设６：企业内控机制的规范程度，与 ＣＳＲ呈显著正相关。
　　若假设成立，则可借助完善和推行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指

南》、《企业社会责任指南》等，以激励配套方式指引企业自行规范和实施更多的责任内容。

　　现代企业中的股东结构和董事会构成在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企业内部得以推动
ＣＳＲ的关键。有研究表明，股权过于集中时，大股东可能会利用表决权，甚至与管理层合
谋，削减责任履行支出，忽视或损害中小股东、员工、债权人等相关方利益。〔４２〕不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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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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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Ｊ．Ｄ．Ｍａｒｇｏｌｉｓ＆Ｊ．Ｐ．Ｗａｌｓｈ，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Ｐｒｏｆｉｔｓ？Ｔｈ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ａＬｉｎ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ｓ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ａｈｗａｈ，ＮＪ：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Ｅｒｌｂａｕ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１，ｐ．３１；Ｍ．Ｏｒｌｉｔｚｋｙ，Ｆ．Ｌ．Ｓｃｈｎｉｄｔ＆Ｓ．Ｌ．Ｒｙｎ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４（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０３－４４１（２００４）．
见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瑞典驻华大使馆：《中国制造业的区域转移及其对社会责任的影响》，２０１３年 ４月；
Ｈ．Ｘｕｅ＆Ａ．Ｃｈａ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ＷｈｏｍｔｈｅＳｏｃｃｅｒＢａｌ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４５（１）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５－７７（２０１３）．
参见前引 〔４０〕，Ｍａｒｇｏｌｉｓ＆Ｗａｌｓｈ书，Ｏｒｌｉｔｚｋｙ等文。



种情况在针对国有控投企业的不少调查中出现反证，〔４３〕还出现企业中外资比例越高对股东

和员工权益保障越有效的情况。〔４４〕国外相关研究显示，董事多样化会促进企业的责任承

担。〔４５〕其中，外部独董相对更关注企业社会责任，〔４６〕董事规模扩张可以稀释大股东决策

权，抑制短期掠夺以做出可持续发展决策。〔４７〕国情不同，国外经验能否移植需要验证。据

此，提出假设７。
　　假设７：除国有控股企业，一般股权集中度与 ＣＳＲ呈负相关；董事多样化、独董比例和
董事规模与 ＣＳＲ呈正相关。
　　若假设成立，则可以通过优化企业股权配置和董事会构成等治理结构提高 ＣＳＲ水平。

四、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调研对象为上海地区的各类企业。样本采集以方便抽样为原则，共发放问卷３００
份，其中１００份问卷通过上海交通大学企业法务研究中心发放，２００份问卷通过上海市中小
企业办公室发放。本研究回收有效问卷１９４份，有效率为６５％。被调研企业涉及各个行业，
包括机械、化工、纺织、矿冶等重工业企业，食品、电子、仪器等轻工业企业，通讯、电

子、软件等高新技术企业，还有交通运输、医药卫生等服务业。

　　从企业规模来看，依据２０１１年国家工信部颁布的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

通知》，本研究调研的企业中，小型或微型企业占８５．３％，中型企业占９．３％，大型企业占
５．５％，５．７％的企业缺失规模方面的信息。
　　 （二）研究工具

　　调研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构成了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企业基本情况、治理
结构、对企业内外部环境 ＣＳＲ驱动因素的感知程度，对 ＣＳＲ各种表现形式的认知和关注程
度。第二部分旨在测量研究的因变量，即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评估。

　　在企业基本情况部分，我们收集了企业性质、行业、总资产、员工人数、销售额、外
向型程度等信息。对企业治理结构的调查，特别关注了股东集中度、董事会构成多元化程

度，以及重要管理岗位是否有权力制衡等。

　　在企业感知的 ＣＳＲ内部动因方面，问卷列举了研发和技术升级、信息化管理、树立品
牌形象、产品质量管理、客户关系管理、成本最小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战略导向。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级评分，请被调研企业根据重要性进行等级评价，１分为 “很重要”，５分为 “不重要”。

　　在企业感知的 ＣＳＲ环境动因方面，问卷列举了法律监控、政策性配套、行业组织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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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４０〕，Ｍａｒｇｏｌｉｓ＆Ｗａｌｓｈ书，Ｏｒｌｉｔｚｋｙ等文。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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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评估、行业规范、利益相关方监督、公众舆论压力等环境要素。同样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
评分，１分为 “很重要”，５分为 “不重要”。

　　此外，问卷还涉及企业的内部控制实施情况，请被调研企业对合同管理、财务审计、
重大风险预警和防范、重大投资决策机制、对外担保的控制及关联交易的限制等方面的实

施情况进行描述。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评分，１为 “很有成效”，５为 “没有效果”。

　　本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估，主要建立在 《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社会责任指
南》和 《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的框架之上，尤其以最为接近这两个框

架的 《上海市企业社会责任地方标准》的评估自查表项目为基础，进行了便于量化研究的

修订，最终形成包含５２个项目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估问卷。这些项目覆盖了员工权益、环保
节能、顾客与消费者权益、合作共赢、公平运营、社区参与和科学发展等七个维度。问卷

还对企业 ＣＳＲ信息披露机制和途径等方面进行了专项调查。

五、检验结果

　　 （一）样本反映的整体责任水平及水平差异

　　表１显示了被调研企业总体在７个 ＣＳＲ维度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表１　总体样本的７个 ＣＳＲ维度描述性统计分析

ＣＳＲ－

员工权益

ＣＳＲ－

节能环保

ＣＳＲ－

顾客权益

ＣＳＲ－

公平运营

ＣＳＲ－

合作共赢

ＣＳＲ－

社会参与

ＣＳＲ－

科学发展

极小值 ２．７６ ２．０３ 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８３ １．２９ １．００

极大值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均值 ４．３０６３ ３．５０８０ ４．１６３９ ４．６８３３ ３．８１４２ ３．４６３２ ３．１２５０

标准差 ．４５２２３ ．６９９３２ ．８００５７ ．７４０６８ ．６８４２１ ．７５９２８ １．３４３１８

表１可见，样本中企业对 ＣＳＲ的公平运营维度履行水平最高，其次为员工权益、合作
共赢、节能环保、社会参与，科学发展的履行水平最低。

在上述 ＣＳＲ维度中，我们将员工权益、社会参与维度的平均值作为 ＣＳＲ社会责任履行
水平，将顾客权益、公平运营、合作共赢维度的平均值作为 ＣＳＲ经济责任履行水平，将节
能环保维度作为 ＣＳＲ环境责任履行水平。对上述三方面的 ＣＳＲ水平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结
果见表２。表２显示，被调研企业在履行 ＣＳＲ经济责任方面水平最高，其次为社会责任，履
行环境责任的水平最低。

表２　从社会责任、经济责任、环境责任方面对
总样本 ＣＳＲ水平的描述性分析

经济责任 社会责任 环境责任

极小值 ２．５８ ２．３７ ２．０３

极大值 ５．００ ４．９１ ５．００

均值 ４．２２０６ ３．８８４８ ３．５０８０

标准差 ．５４７３８ ．５１６３１ ．６９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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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采用方差分析方法探讨了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与 ＣＳＲ的关系。表３
显示了不同规模的企业 ＣＳＲ水平的方差分析结果。由表 ３可见，不同企业规模的 ＣＳＲ水平
只在节能环保和科学发展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逐对 ｔ检验结果见于表 ４。表 ４显
示，大型企业在节能环保方面的责任履行水平高于中小型企业，其中与小型、微型企业的

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大型和中型企业的 ＣＳＲ科学发展维度显著高于小型和微型企业。

表３　不同规模企业的 ＣＳＲ水平方差分析

Ｎ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７ １７ ９１ ５４
Ｆ值及显著性

ＣＳＲ－

员工权益

平均数 ４．５１１３ ４．３７８１ ４．２９４６ ４．２８６８

标准差 ．４３０３５ ．３７４２８ ．４５１６２ ．４９４００

Ｆ＝０．６５６

ｐ＝０．５８０

ＣＳＲ－

节能环保

平均数 ４．１１３７ ３．６８６１ ３．５１５７ ３．３８６１

标准差 ．６６１８９ ．７８６４２ ．７０２１９ ．６０９９１

Ｆ＝２．８０３

ｐ＝０．０４２

ＣＳＲ－

顾客权益

平均数 ４．５７１４ ４．４３７５ ４．１１３６ ４．１０４９

标准差 ．４１７８６ ．５４０４９ ．８７３７９ ．７９２５９

Ｆ＝１．４１３

ｐ＝０．２４１

ＣＳＲ－

公平运营

平均数 ４．４２８６ ５．００００ ４．６５６６ ４．６３４３

标准差 ．４４９８７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７０５ ．８８１８３

Ｆ＝１．３７０

ｐ＝０．２５４

ＣＳＲ－

合作运营

平均数 ３．７５１１ ３．９７２０ ３．８６３０ ３．６８９６

标准差 ．２６０１３ ．６２６４０ ．７１８４６ ．６６９１７

Ｆ＝１．０７７

ｐ＝０．３６０

ＣＳＲ－

社会参与

平均数 ３．６１２２ ３．５４９０ ３．４３８８ ３．４７５７

标准差 ．８３１８３ ．６６０５０ ．８１３８３ ．７０５０１

Ｆ＝０．１９２

ｐ＝０．９０２

ＣＳＲ－

科学发展

平均数 ３．８５７１ ３．７６４７ ３．０８７９ ２．８９８１

标准差 １．１８０１９ １．３００４５ １．２９６５６ １．３１８８７

Ｆ＝２．６８４

ｐ＝０．０４８

表４　不同性质企业 ＣＳＲ均值差异检验

Ｉ Ｊ 均值差（Ｉ－Ｊ） 标准误 显著性（ｐ）

ＣＳＲ－

节能环保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４２７５４ ．３０６０２ ．１６４

小型企业 ．５９８０４ ．２６７２８ ．０２７

微型企业 ．７２７５９ ．２７３７４ ．００９

ＣＳＲ－

科学发展

中型企业 大型企业 ．０９２４４ ．５８３８７ ．８７４

小型企业 ．６７６７９ ．３４３５２ ．０５０

微型企业 ．８６６５６ ．３６１５７ ．０１８

　　表５呈现了不同性质的企业 ＣＳＲ履行水平的方差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国企、外企和
民营企业在 ＣＳＲ的 ７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说明企业性质对 ＣＳＲ履行水平不造成显著
影响。

　　把面向境外客户的产品和服务占业务总量 ３０％以上的企业列为外向型企业，进一步研
究统计样本中此类企业对诸多 ＣＳＲ主题的优先关注程度，结果如图 １所示。纵坐标表示选
择优先关注某 ＣＳＲ主题的外向型企业数量，占外向型企业总数的百分比。最受外向型企业
关注的前 ６个 ＣＳＲ主题依次为：产品质量 （６９．２％）、股东利益 （４６．２％）、员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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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５％）、安全生产 （３０．８％）、节约能耗 （２３．１％）、环境保护 （２３．１％）。

表５　不同企业性质的 ＣＳＲ水平方差分析

Ｎ
国企 外企 民企

１６ ８ １３０
Ｆ值及显著性

ＣＳＲ－

员工权益

平均数 ４．３９６２ ４．３９３８ ４．２９４９

标准差 ．４３０３６ ．４１３４２ ．４４２０３

Ｆ＝．３８１

ｐ＝．８２２

ＣＳＲ－

节能环保

平均数 ３．５６４１ ３．７９２４ ３．４９２９

标准差 ．８１０８６ ．９７６２４ ．６６８６６

Ｆ＝．５２６

ｐ＝．７１６

ＣＳＲ－

顾客权益

平均数 ４．１１１１ ４．３７５０ ４．１８４６

标准差 ．６２５７３ ．４１５４７ ．８３０１６

Ｆ＝．２２４

ｐ＝．９２５

ＣＳＲ－

公平运营

平均数 ４．６８７５ ４．７５００ ４．６７３１

标准差 ．５６６４２ ．４６２９１ ．７９５３６

Ｆ＝．６７４

ｐ＝．６１１

ＣＳＲ－

合作运营

平均数 ３．６１４９ ３．９７２９ ３．８４４２

标准差 ．６７３６３ ．４２７２２ ．７０８５５

Ｆ＝．５８７

ｐ＝．６７２

ＣＳＲ－

社会参与

平均数 ３．７５００ ３．３２１４ ３．４４９８

标准差 ．６６９０４ ．５９５１７ ．７９９１４

Ｆ＝．７３５

ｐ＝．５６９

ＣＳＲ－

科学发展

平均数 ３．４６８８ ３．３７５０ ３．０６９２

标准差 １．３７１９７ １．５０５９４ １．３６３６４

Ｆ＝．９０３

ｐ＝．４６４

图１　企业正式对外发布环境信息前的审批方式

　　鉴于前面的整体责任水平分析中履行环境责任的水平极为堪忧，本研究又进行了环境
信息披露情况的分析。样本结果显示，８４．４％的企业支持２００８年 ５月 １日实施的 《环境信

息公开办法 （试行）》，这表明从意识上绝大多数企业认识到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并有

公开的意愿。而且，其中５８％的企业有方案落实环境信息公开政策，起码有过半数的企业
已经着手试行。本研究发现，企业在发布环境信息之前的审批方式有各种形式，具体比例

见图２。可以看出，企业对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的行动很谨慎，企业经理是环境信息输出的
绝对控制者，这也表明企业内部信息占有，在所有者、管理者、其他员工之间存在不对称

现象，加强对企业管理者环境信息公开行为的控制，应成为推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

内容之一。４７．８％的企业有对外公布环境信息的渠道和方式，采用各种渠道和方式的百分
比见图３。但实际上，公众很难从企业网站发现这些信息，即使有，多数情况下也无法下
载；上交给环保部门的报告往往也只是一种例行的行政公事，效果不明显。在被问及对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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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企业环境信息，采取何种反馈机制来应对外界反应时，企业选择的方式及百分比见图４。
在反馈时限上，２８．２％的企业选择在一周内向外界反馈，２９．１％的企业选择一个月，９．４％的
企业选择３个月，１２％的企业选择半年，２１．４％的企业选择不做反馈。当企业要做出对环
境有重大影响的行为或决定时，是否会邀请附近社区居民听证，被调研的企业反应见图５。
　　从图３到图５观察，企业试行环境信息公开，更多是对政府环保部门负责，对附近社
区、居民、社会其它组织乃至股民，则很少关注。

图２　企业正式对外发布环境信息前的审批方式

图３　企业环境信息的对外公布渠道

图４　对被公开的企业环境信息的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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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企业做出对环境有重大影响时有无请附近居民听证

图６确定合理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应考虑的因素

　　为了解企业确定合理的环境信息公开内容应考虑的要素，问卷要求被调研企业选择图６
中显示的要素，并按重要性排序。数据分析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统计各要素被选择的频

次，二是统计各个被选择的要素被赋予的序次。前者的统计结果见图６。环保状况被认为企
业信息公开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被选择概率比较高的还有行业类型、企业性质等。序次

统计结果也发现相同现象，环保状况被认为是信息公开第一重要内容的频次最高，其次为

行业类型、企业性质。可以看出，企业对周边社区和居民利益的考量不是重点，周边社区

和居民的重要性几乎被忽视。

图７　确定合理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应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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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调研企业对政府环保主管部门在企业信息环境公开中应该发挥的作用的认同程度见
图７。对于企业发生重大环境损害事故后，应及时准确地向哪些对象给予通报，被调研企业
的反应见图８。这两个图表明，在实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之初，企业对政府寄予了很大的希
望；但是对于它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环境中的人和人的群体，其关心关注程度很低，环境

信息公开的目的在企业的认识和行动中体现偏低。这是环境信息公开在企业推行的切入点，

也应当成为政府制度推行的核心，企业的认识到位了，行动才能见效。

图８　企业认为重大环境损害事件后应及时通报对象

　　 （二）责任水平的影响因子

　　基于以上整体水平和水平差异分析，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内部战略因素、外部环境
因素、企业内控措施、股权集中度对 ＣＳＲ的影响作用，结果见表 ６。表 ６显示，从 ＣＳＲ总
体来看，企业经营战略、外部环境、内部控制因素都与 ＣＳＲ显著相关，但侧重点不同。企
业战略与 ＣＳＲ中的经济责任相关更大，外部环境与 ＣＳＲ中的社会责任及环境责任相关更大，
内部控制与几乎所有 ＣＳＲ维度都存在显著相关。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 ＣＳＲ相关未达到
显著水平，前两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 ＣＳＲ相关也不显著，说明股权集中度与责任履行水平
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表６　企业经营战略、外部环境因素、企业内控措施及股权集中度与 ＣＳＲ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ＣＳＲ－

员工权益

ＣＳＲ－

节能环保

ＣＳＲ－

顾客权益

ＣＳＲ－

公平运营

ＣＳＲ－

合作共赢

ＣＳＲ－

社会参与

ＣＳＲ－

科学发展

ＣＳＲ

总分

经营战略 ．３７２ ．１２４ ．２０２ ．０１４ ．２５３ ．０８７ ．０９３ ．２３２

外部环境 ．４０９ ．２０７ ．１４２ －．０１６ ．１５５ ．２３３ ．１４１ ．２６５

内部控制 ．４３８ ．２４６ ．２６２ ．０９６ ．２９７ ．２３５ ．２２６ ．３９２

第一股东持股比 ．０２０ ．０６８ －．１０７ －．２０２ －．０１３ ．１１６ ．１６４ ．０３７

前两大股东持股比 －．０１２ －．０９２ －．１３２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５６ ．０２５ －．０５９

注：表示双尾检测显著性小于０．０１，表示双尾检测显著性小于０．０５（表７同）。

　　因为本研究聚焦于责任制度化建设，更为关心可能对 ＣＳＲ发挥影响作用的外部环境因
素，故具体分析了研究涉及的每种外部因素对 ＣＳＲ各维度及总分的影响，结果见表７。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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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可见，在各项外部环境因素中，只有法律监控与责任履行水平之间的相关没有达到显著水
平，而利益相关方监督与责任履行水平之间的相关最高，其余外部因素按照与责任履行水

平的相关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行业组织的 ＣＳＲ评估、行业规范、公众舆论压力、政策性
配套。此外，不同外部因素与各个 ＣＳＲ维度的相关程度也呈现一些独特性，如公众舆论压力
与企业履行顾客权益责任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法律监控对员工权益影响较其它维度更突出。

表７　外部环境因素与 ＣＳＲ各维度和总分的相关分析

ＣＳＲ－

员工权益

ＣＳＲ－

节能环保

ＣＳＲ－

顾客权益

ＣＳＲ－

公平运营

ＣＳＲ－

合作共赢

ＣＳＲ－

社会参与

ＣＳＲ－

科学发展

ＣＳＲ

总分

法律监控 ．２４５ ．０６３ ．０８９ ．０３０ ．００９ ．１５８ ．０７２ ．１３８

政策性配套 ．２４１ ．１５７ ．０５９ －．０３７ ．０９４ ．０９５ ．１２７ ．１６０

ＣＳＲ评估 ．３２５ ．２０６ ．０７６ －．０５７ ．１４０ ．１７１ ．１７８ ．２２７

行业规范 ．３７４ ．１４８ ．１００ －．０７５ ．１５８ ．２５７ ．０８７ ．２１０

利益相关方监督 ．３５４ ．１９９ ．１２０ －．００１ ．１９０ ．２５２ ．１８２ ．２８２

公众舆论压力 ．３２４ ．１７０ ．１９６ ．０６５ ．１１０ ．１３５ ．０１２ ．１９５

　　本研究在讨论治理结构对企业 ＣＳＲ影响效果时，除涉及股权集中度之外，还假设董事
会多元化对企业 ＣＳＲ履行水平产生影响。为检验后者，此处以独立样本 ｔ检验探讨企业董事
会在有无职工代表、法律顾问、独立董事及重要岗位有无权力制衡情况下的 ＣＳＲ履行水平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分析结果见表８。表８显示，董事会有无职工代表、有无专职或兼职法律
顾问、有无独立董事及重要岗位有无权力制衡，都会对企业的 ＣＳＲ总体水平造成显著差异。

表８　不同董事会构成情况下 ＣＳＲ履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Ｎ 平均数 标准差 ｔ 显著性（ｐ）

职工代表
有 ４３ ３．９５１４ ．４５１１８

无 ８７ ３．７５２７ ．４６１２１

２．３４６ ．０２１

法律顾问
有 ６８ ３．９９５８ ．４３４７８

无 ６３ ３．７１２８ ．４５８１８

２．４９３ ．０１４

独立董事
有 ３７ ４．０２４２ ．４６１６５

无 ８９ ３．７４０３ ．４３３６０
３．１９９ ．００２

重要岗位

权力制衡

有 ８７ ３．９５４７ ．４２７２６

无 ４０ ３．６２８７ ．４７６２３
３．６９８ ．０００

六、讨　论

　　 （一）基于样本分析的讨论

　　１．责任制度化的优先性。目前，ＣＳＲ在中国已取得令人鼓舞的发展，中央和不少地方
政府、行会和企业更积极地参加各类责任论坛和活动，推广国际责任标准、认证和报告，

与国外机构组织合作开展联合研究，甚至尝试把 ＣＳＲ纳入体制加以推动。尽管如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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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制度化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侵害劳工权益、工伤矿难、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商

贿丑闻和市场欺诈等依然频频发生，持续地受到强烈关注。

　　本研究验证了企业承担经济、社会和环境三类责任水平依次递减的假设，说明更为紧
密地围绕 “盈利”采取跟从采购商要求、拉低产品价格这样的短期策略，仍是多数国内企

业的责任意识主流。这反映了当下中国的市场现状，需求和价格仍是极端敏感的两大竞争

元素，甚至包括垄断央企在内的几乎所有企业都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迅速实现盈利是

企业的核心目标和评价市场表现的标准，而对行为在社会和道德上的影响关注不足。在这

种 “丛林式”的发展环境中，企业管理层不得不把追求市场表现的短期效应作为第一要务，

而几乎所有中小企业都没有能力承受发达国家推行 ＣＳＲ产生的额外成本。
　　中国政府、行业组织和部分企业认识到单纯追求 ＧＤＰ增长，不仅在实践中没有效益，
而且难以持续发展。不少地方已尝试把 ＣＳＲ纳入衡量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竞争力的指数。推
动和强化社会和环境责任，列为未来责任制度化应优先考虑的重点。

　　围绕社会和环境责任一个值得延伸讨论的现象是，纺织、化工和电子等行业以环保争
议频发和劳动力过度密集而备受关注，已有不少此类东南制造业实施产业内迁。〔４８〕一方

面，转出地通过抬高政策标准，驱离对社会和环境都具有严峻影响的 “低端产业”，而转入

地则更多强调通过控制政策门槛，意欲实现产业转移对当地经济的产业集聚效应和带动效

应。但这些政策由于缺乏对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的比较优势分析，难以实现产业布

局和发展重点的战略协调，导致产业转移的供需双方都无法实现全部既定目标：社会和环

境影响严峻的 “低端产业”被转移并聚集至转入地，转出地的产业升级却并未因此实现；

转入产业的简单聚集又难以形成高效的产业体系，而且复制了转出地原有的在劳动保护、

环境和资源等领域的社会责任问题。当然，不少转入地在实力逐渐增强后，对转移来的企

业已不再顺从式地 “向下竞争”，而是采取 “理性内化责任”的策略。比如，由于转入地专

业技术人才缺乏、区域间平均工资差距缩小，以及员工薪酬预期上涨等因素，产业转移企

业对员工责任并未明显降低；同时，源于转入地政府和社会对环保要求逐步提高，同样迫

使转移企业对此付出更多成本。〔４９〕但是，依然存在对转入项目的技术附加值，以及相应在

要素领域对社会和环境影响的风险甄别，导致政策链条难以联动，承诺不能及时兑现，反

过来又对转出地为实施产业升级造成的巨大结构性资源浪费产生深远影响。

　　２．责任制度化的针对性。关于 ＣＳＲ水平与企业性质的相关性问题，本研究显示，除了
作为国家强力推行责任对象的大型国企具有特定性，绝大多数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并不必然

影响 ＣＳＲ水平的高低。涉及国企和外企的结论可能与以往常识不同，但可以得到合理解释。
国企是以行政方式建立，且一向被当成财税主要来源，因而出于保值增值压力，有些国企

长期维持垄断，不断遭到同业竞争者、供应商和消费者的诟病。〔５０〕对于国企而言，声誉和

顾客的忠诚并不会对其销售、利润和生存产生很大影响，所以不会让其产生太大的责任驱

动力。跨国公司拥有巨额生产资料，交易量占有绝对比重，使得许多人认为其应在推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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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调研数据显示，东南沿海转出地３８．４６％的企业已有迁移行为，另外３０．７７％的企业则有将来迁移的打算 （见

前引 〔４１〕，《中国制造业的区域转移及其对社会责任的影响》）。
参见叶静漪、肖京：《“企业社会责任”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外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参见刘美玉：《国企社会责任意识亟待加强》，《经济》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济繁荣之外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但是，不少外企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缺陷，刻意规避本

国监管，责任履行自始就缺乏驱动力。〔５１〕

　　从 ＣＳＲ水平与企业规模的相关性来看，研究显示，除了在节能环保、科学发展方面较
大规模的企业明显高于较小规模的企业，其他责任维度上的差异性都尚未达到显著。中小

微企业因为相对有限的自身资源，处于发展的中期或初期阶段，甚至仍在为生存挣扎，尚难

以像规模较大的企业那样制定长远战略，动员更多的资源承担社会责任。实际上，规模较小

的企业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创新潜力，尤其在组织管理方面更为灵活，能够为责任履行提供

特别和适当的机会。制度性安排应该结合中小微企业的责任实践特征，给予针对性的关注。

　　此次调研显示外向型企业除了股东权益外，更加集中于关注产品质量、员工权益、节
能环保三类问题，完全印证了假设。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递增，制造业领军大国中的

外向型企业，越来越多地遭遇欧美等主要出口或投资目的地国家的 ＣＳＲ贸易壁垒，〔５２〕甚至
不得不接受国外品牌商直接组织的责任调查。可以说，这类企业受以上三类问题的国际经

济杠杆倒逼，直接把中国的责任实践推向波峰。不过，责任制度化如果盲目跟风国际标准

和国际品牌商的责任调查，又可能会击垮国内企业。

　　３．责任信息公开的制度化。责任信息披露性质上属于责任管理的构成。以往的百强企
业研究显示，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指数次于经济责任。比如，多数发布 ＣＳＲ报告对员工权益
的信息披露，通常是员工培训和安全生产等，而对于员工非正常伤亡、员工满意度、员工

流失率等披露较少。对环保状况的信息披露，行业之间差异过大，而且重在披露制度举措，

轻视量化指标，在环境责任上的信息公开程度相对最差。〔５３〕本次调研同样显示，环保状况

仍被认为信息公开第一重要的内容。

　　在涉及环境信息公开的主观认识以及公布和反馈机制问题上，绝大多数企业认同 《环

境信息公开办法》，可是只有略多半数有方案落实。环境信息发布权在企业内部，主要由董

事长或总经理这样的决策层掌控，常规制度化的法务和环保经理以及第三方审核渠道所起

作用十分有限。在环境信息公开的渠道和反馈机制上，虽然企业网站公布、递交主管部门

和企业年报登载依次作为信息发布的主要通道，但在反馈应对外界方面，相当比例的企业

仍会延后，且更多只向政府主管部门汇报。研究结果还显示，当企业做出对环境有重大影

响的决定时 （扩建、改进和规划），只有少数企业会邀请附近社区和居民参与听证。企业对

于环境信息公开仍抱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在确定合理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标准上，多数企业认为企业的类型和性质的影响
不可忽视，这与前面假设７中提及的其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不过本研究显示，只有少数企业
认为可以公布环境违法记录、周边经济以及社区和居民诉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说明，企业认

为不同行业、规模和类型之间的环境责任指数有较大差异，在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程度上

需区别对待。当然，推动涉及弱势利益相关方以及负面、量化的信息公开仍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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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已有初步数据显示，中国１００强企业中在华大型跨国公司的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位列国企甚至民企之后，居
于末位。参见前引 〔３９〕，黄群慧等文。
比如，欧盟 ＳＷＩＴＣＨＡｉｓａ计划对中国电子电气中小企业的环境指引，国际皮革、服装和纺织工人联合会对中
国劳工安全的指责，以及美国玩具制造商协会 （ＴＭＡ）对中国玩具安全标准的关注等。
参见前引 〔３９〕，黄群慧等文。



　　出现重大环境损害事故后，除向当地环保部门、公安消防及时准确通报外，多数企业
也选择了把附近社区居民和本企业职工列为通报对象。原因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诸如

２００５年底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及其催生的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及此后接连发

生的太湖和滇池爆发蓝藻危机、广州白水村 “毒水”事件、多地爆发儿童血铅超标事件、

苹果公司中国代工厂被指污染环境事件等，已让更多企业对污染责任人的紧急报告义务有

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二是 ２０１１年刑法修正案 （八）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扩展适用范

围、降低入罪门槛，极大增强了刑事处罚的威慑力。

　　面对以上问题和经验，在推进责任信息披露的制度构建上，很有必要深入仔细研究和
甄别原因。从国家的视角来看，本次研究显示，被调研企业认为政府环保部门的作用主要

在于制定标准和准则以及加强实施监督。

　　４．责任的多元治理。研究显示，企业战略与 ＣＳＲ中的经济责任相关更大，而包括法律
政策、行业规制和社会监督等在内的外部环境与 ＣＳＲ中的社会和环境责任相关更大，这为
推动责任制度化提供了强有力注脚。不过，具体的责任维度与不同的外部压力之间又有相

对复杂的关系。

　　面对强有力的法律监控，除了员工权益维度与之呈现比较显著的相关，其他责任维度
都未达到相关性的显著水平。与政策性配套压力相关的，也只有员工权益、环保节能两个

维度。可见，有针对性地制订法律和推出更多的配套政策，尤为必要。可以说，责任履行

如果缺乏国家的强制监管，则行业规制和社会监督将会减损效用。〔５４〕比如，如果不借助于

强有力、内容清晰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以及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建立起极为严格的

产品质量监控机制、反垄断的公平竞争环境，抑或推出严厉的环保制裁措施，要促动企业

提高对消费者、同行和环境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恐怕难以取得效果。

　　研究显示，行业组织和利益相关方监督在 ＣＳＲ的许多维度上都有较强影响力。这不仅
显示了中国行业组织在责任推动上的成就，而且显现出中国在 “自下而上”地推动 ＣＳＲ方
面具有一定空间。当下资源制约、商业活动日益复杂和政府监控的低效益，已迫使国家必

须改变原有治理方式，引入更多的资源来实现规管的制度化安排，包括工会、环保组织、

消费者、社区自治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商谈参与、共识达成和管制监督。〔５５〕此次被调查企

业除了在员工权益和节能环保维度外，在其他责任维度上尚未明显感受到来自公众舆论压

力的责任倒逼，同样提示了如何构建以公众参与和沟通机制为核心的制度化治理的新路径，

值得深入探索。

　　简言之，责任制度化除了国家主导的强制监管，推动趋于多元化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
即通过适度把握决策政治性和发展自我约束机制来推动ＣＳＲ，是责任制度化方案设计必须加
以考虑的。从这一角度上讲，ＣＳＲ在中国的发展对政府的挑战远重于对企业的挑战。当然，
面对责任制度化进程中商业领域和公益关系的变化和整合，仍待进一步仔细研究。〔５６〕

　　５．外部环境的规范。面对企业之间的竞争水平越来越强，如果外部环境不规范，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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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４０〕，Ｍａｒｇｏｌｉｓ＆Ｗａｌｓｈ书，Ｏｒｌｉｔｚｋｙ等文。
参见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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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一味遵守游戏规则，反而可能失去机遇、陷入困境乃至危及存亡。这时企业更倾向于以

非 ＣＳＲ方式，迅速谋取 “落袋为安”的短期利润。而在相对规范的外部环境中，企业能够

预见稳定利润，更可能关心维持与员工、客户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誉，相互的

关系比较稳定，使得长远合作变得顺畅。比如，建立信誉后企业的议价能力比较强，甚至

有时订单可延期交货等，以此又降低了企业成本。〔５７〕所以，当企业之间的竞争水平较强

时，外部环境的规范程度将会影响企业是否自觉履行ＣＳＲ。一旦外部环境让企业足以建立起
稳定的利润预期，ＣＳＲ行为就会容易产生。因此，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企业外部环境的
规范程度对 ＣＳＲ水平的提高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调节作用。
　　研究显示，在各项外部环境因素中，法律监控与责任履行水平的相关没有达到显著水
平，使得责任是否应法律化及需要如何法律化的问题又浮上水面。其实，法律对道德调整

的行为加以补充调整，能够 “强化伦理的约束效果”。〔５８〕针对目前的中国难题，散见于多

个部门法的强制责任规定，只是指向富勒称之为底线的 “义务道德”，它们不应该明显超越

社会和义务主体理解和接受的程度，就像经济危机下企业减少管理层薪酬而不解雇劳动者，

这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而不应成为强制性的法律义务。因此，具有约束力的责任硬法

化需要谨慎慢行。既然硬法指向的是道德底线，范围相对偏窄，那么责任制度化的更大拓

展空间就在于责任软法化。软法包括义务性软法和提倡性软法，虽然它们相对缺少约束力，

但软法的积极作用早已获得广泛认同。“立法主体制定软法就是因为硬法有缺点。有时候在

同样情况下软法能产生同硬法一样的行为效果，而且软法甚至比硬法的效果更令人满意。”〔５９〕

责任承担中还广泛存在制度化层面的权责不对称现象，亦应受到关注。比如，葛兰素史克

商贿丑闻就透露了责任规则的一种 “倒挂”现象，即多数发达国家要求不发达国家承担社

会责任，责任承担的成本都在生产和供应的低端而不是高端。可见，中国责任履行的法律

环境仍应不断改善。

　　毫无疑问，责任制度化不限于法定义务。除了利益相关方监督，行业组织的责任评估
与 ＣＳＲ水平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可以佐证这一观点。比如，涉及责任的评估和认定，不应
该也不可能成为法律行为，而只能定性为民间行为。同样，行业规范与 ＣＳＲ水平的高相关
性，也进一步展示了行业规则的自律地位和作用，足以与法律互为支援。在与 ＣＳＲ水平关
联度最高的利益相关方监督中，法律所起作用相对有限，不少情况下反倒是公众舆论压力

与企业履行顾客权益责任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有时，即使像劳工权益保护这样相对

完善的法律设计，由于利益各方的受益分殊，责任实施的方式也会呈现互有冲突又有合作

的特征，导致法律只会对 “超经济”侵害的现象有所遏制。可见，责任承担长远的改善仍

然有赖于类似 ＳＡ８０００、区域和行业标准等非法定标准。
　　研究显示，涉及责任压力的测试中，政策只在少数维度上呈现与 ＣＳＲ水平的相关性。
不少学者认为，政府在伦理色彩浓郁的 ＣＳＲ运动中的最佳选择是 “向后站”，〔６０〕但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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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林飞、顾庆良：《全球产业网络下的工资水平与产业升级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前引 〔３４〕，蒋建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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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前引 〔４９〕，叶静漪等文。



现行的法律和政治框架内，民间社团和社会监督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政府的管理和影响。

目前，在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情况下，虽然以行业组织和社会监督等方式推动 ＣＳＲ发展的
成就值得期许，藉此形成的对责任履行的压力却仍会受到许多限制，政府与企业尤其是大

型国企的紧密关系，使企业实际上难以受到足够的压力。这种状况对企业发展 ＣＳＲ是不健
康的，对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也是不利的。中国作为 ＣＳＲ运动的后发国家，政策在责任制
度化初期仍应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尤其在诸如围绕征信监管的责任评价等运作机制构建，

以及类似２０１３年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责任建设等国家优先关注的领域，应该充分发挥试验和
引导作用。

　　６．内部环境的优化。出人意料的是，研究结果显示内部控制与几乎所有 ＣＳＲ维度存在
显著相关。就如前文提到，ＣＳＲ迅速风靡全球的契机不是法律或政策，而是企业自己制订
的生产行为守则。“许多过去曾经是公司的自发的对利益相关方的行为，日益成为法律和监

管的强制性要求。”〔６１〕显然，责任制度化在企业的内控机制方面，需要重点强化在合同管

理、财务审稽、重大风险预警和防范、重大投资决策机制、对外担保控制和关联交易限制

等方面的责任内容，这不仅贴合了利益相关方的强烈愿望，也是企业后防的内生需求。

　　责任制度化的最终实现落实在企业的组织和治理层面。企业区别于个人的显著之处，
在于股权与控制的分离。从理论上讲，企业的股东与管理层一道分享着决策权，当然在股

权较为集中的企业，股东就是实际的控制者。本次调研显示，股权集中度与 ＣＳＲ水平并未
呈现显著相关，只在顾客与消费者权益和公平运营两个方面略呈负相关。这一结论未能证

成假设７的前半段。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合理性与绝大多数的 ＣＳＲ责任维度水平呈现明显正相关，验证了
假设７的后半段。这说明，企业管理层尤其是负责重大决策的董事会，在职工代表、法律顾
问或独立董事加入，真正实现重要岗位的权益制衡时，这种优化了的治理结构，相对比较

有利于各方均放下自己的利益，探讨什么是最符合所有人利益的最佳安排，进而让 ＣＳＲ在
股东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反复权衡后得以落实。

　　 （二）进一步延伸的综合分析

　　当下中国的责任制度化难题，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推动制度化的议题优先顺位有待敲定。（１）目前 ＣＳＲ越来越受重视，但存在责
任维度发展极度不均衡，以及一哄而上各自制定责任标准、建立评估机制和推出发布平台

等混乱情况；〔６２〕同时，制度化的内容缺少重点突破口，亟待形式和内容上统筹协调。（２）大
型国企和跨国公司拥有极为优越的条件和实力，不仅是先进科技和管理技能的表率，一般

也会树立更高责任标准，但能结合中小企业、外向型企业和特定行业特征的责任样板示范

机制尚未形成。（３）已推出的不少责任体系指标趋同，只是责任推动机制稍有差异。〔６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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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地区为例。上海目前有国资委、文明办等部门从不同角度开展 ＣＳＲ工作。浦东新区已在本区域内开展
了三年多企业社会责任评估试点，其他区县也有效仿浦东新区的趋势。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已建成了包括

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发布平台、报告评估等工作机制等。

以产业和信息化领域为例，目前在全国层面有中国工经联制定的两个版本责任标准，上海有浦东政府主导制

定并经上海质监局发布的地方性标准，以及上海市经团联藉此推出的责任指南。



的缺少对行业特性的考虑，责任实现标准难有可比性；〔６４〕有的即使考虑到行业特性，指标

又过于简单和理想。〔６５〕到底是择一使用还是另起炉灶，以及采取何种制度化推动模式，仍需

加以考虑。〔６６〕（４）目前 ＣＳＲ最主要以信息披露的方式显现，但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且执行

不力，使得自愿披露责任比重偏少，且较多集中于大型国有和上市公司；同时，披露内容

不够完整和具体，更多披露捐赠、社区参与以及有选择的节能环保、劳动权益信息，很少

披露流动资产、员工小时工资、伤亡人数和对政府税收贡献率等关键数据。〔６７〕

　　第二，制度化的内容不够完备协调。（１）约束性规范缺乏。法律涉及 ＣＳＲ条款仍以提

倡性为主，缺少更多已具备法律转化条件的约束性规范，更不用说对责任承担的范围、主

体、方式和拒绝履行后果提供清晰的方案。〔６８〕（２）责任零散不协调。ＣＳＲ内容散布于产品

质量、劳动合同、竞争垄断、政府税收、节能环保等多部法律，它们出于不同立法背景、原

则和调整方法，没有对社会责任的统一释义，使得部门法片面规制，难以协同配合。（３）权

责内容不对称。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都存在较大的责任规避空间，不公平竞争导致某些

企业享有资源却逃避社会义务或 “搭便车”，勇于履行责任的企业承担义务反而不能享有权

利的不公现象。（４）企业的内控乏力。作为制度化内容之一的企业内控链条薄弱，缺少预

警防范机制，使得合同诈骗、财务漏洞、盲目担保、关联交易、投资不做法律论证、重大

决策人治化等危害利益相关方现象的发生频率依然较高，尤以长期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发动

机的制造业，法律风险指数上升较为突出。〔６９〕（５）企业治理结构未被重视。制度安排不合

理，大股东长期独大和 “董监高”结构不合理，导致出现法定的职工参与制形同虚设，〔７０〕

中小股东权益得不到保障、〔７１〕债权人治理机制难以实现等难题。〔７２〕

　　第三，制度化的路径缺乏合理布局。（１）责任制度化的维度不受关注。许多人认为企

业承担社会责任，更多考虑的是树立品牌形象、供应链管理和缓解特定压力等经济指数，〔７３〕

较少考虑企业的内控机制、治理结构和政策环境的责任驱动力机制，以及资本性质、规模

程度、产业种类、行业标准、产销布局等带来的责任压力差异性，责任治理有待走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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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洪旭、杨锡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构建———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例》， 《东北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华立群、肖红军：《利益相关方、责任内容、功能、组织层级、作用属性———企业社会责任
指标体系构建的五维模型》，《ＷＴＯ经济导刊》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参见前引 〔３１〕，陈佳婧等文，侯晓红等文。
比如，上海浦东新区更多是由政府资金支持，第三方协助企业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由各职能部门深度介

入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估、授牌的模式；上海经团联则采用的是由企业自行发布，行业协会搭建平台，第

三方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评估的方式。

见 《２０１２金蜜蜂中国社会责任报告研究》。
比如，面对股东滥用法人格承担有限责任的行为，法定的法人格否认只适用债权人，忽视了对其他利益相关

方的保护。

见上海交通大学企业法务研究中心、中国法律风险管理网：《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报告 （２０１２）》。
比如，虽然 《全民所有制职工代表大会条例》规定了违反职工参与制的救济规则，却又不能被其他类型企业

直接援引。

虽然公司法加入股东知情权、质询权和提案权等条款，但大股东地位及在董事会的结构安排长期不合理，使

得中小股东实质上很难对公司治理有发言权，自身利益难以得到保护。

比如，根据商业银行法有关银行不能在境内投资的限制，即使常常是作为最大债权人的银行，也无权以股东

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反而受制于企业，造成不良资产不断积累。

比如，大型国企和跨国公司需应对公众的日益关注，外向型企业以此作为迈向海外市场的牌照之一，电子和

化工企业迫于所在工业园区周边居民提出的环保压力而承担责任等。



化。（２）国家制度的配套相对不足。更加热衷于责任的标准制定和评估，而在制度化的责
任激励和惩戒方面则远远滞后。虽然 “准公益诉讼”正在兴起，但由于法定的原告资格审

查过于强调原告与诉争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司法救济渠道不畅，使得不少企业对承担社

会责任不重视或存侥幸。〔７４〕（３）行业的自律功能难以发挥。２０１０年 １１５家行业协会联合
发出的 《全国行业协会社会责任倡议书》具有里程碑意义，但由于商会等行业组织覆盖面

有限、行规自律性供给不足，尤其被混同于一般社团甚至 ＮＧＯ组织，统一归由社团管理条
例管理，缺少国家对这一新治理模式的肯定，难以有效发挥行业内的自律约束功能。 （４）
民众的沟通机制尚未建立。目前，没有建立起比较成熟的企业与工会、雇员、社区、投资

者及其他更多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沟通对话机制，民众的零散利益难以受到公正对待。多数

企业也未深刻感知越来越多的相关方对企业责任履行的日益关注，责任走向社会化运作的

制度性方案有待讨论。

七、结论与启示

　　尽管中央政府早已调整发展战略，而作为此次调研样本所在区域的上海地方政府和行

业组织，在加快产业转型和提倡区域责任指数等方面的作为也可圈可点，但具体到 ＣＳＲ到
底如何有效实施，仍是颇为棘手的问题。ＣＳＲ的发展已不仅是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挑战，
而且引发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激烈争论。责任制度化，涉及责任的优先关注顺位、责任的压

力传递机制和责任的驱动力层次等一系列整体性的安排。

　　 （一）责任制度化共识与特定性

　　长期以来的国内外论辩和实践，实际上已在推动责任制度化的基本理念、核心内容和
实现方法等方面，达成以下共识：（１）摒弃以往走向慈善误区的现代 ＣＳＲ，重点强调 “行

为本身”而不是行为结果，消弥了那种担心达不到预期目的而放弃责任行为的顾虑，鼓励

企业更多以行为承担社会责任，这对恰当定位 ＣＳＲ制度化起到了关键作用。（２）虽然 ＣＳＲ
制度化可能导致类似公司法的法律架构趋于公益化，甚至成为政治权力为迎合民众对企业

迅速积累财富的反感情绪、限制企业无节制盈利的借口，但对于改变企业惟股东利益最大

化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种必要的纠偏和修正，有利于实现 “利润”与 “公益”的均衡。

（３）ＣＳＲ除了部分自愿的内容，仍存在应由政府借助制度化的激励，抑或直接通过法律强
行规定加以 “硬约束”的较大空间。即使对自愿的内容，将之纳入制度进行引导性调整，

也能够起到强化道德义务的 “软约束”效果。〔７５〕（４）上升为制度化责任的 ＣＳＲ，通常是对
企业的道德底线要求，而随着社会发展，法律对道德底线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就像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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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根据税法，救济性捐赠可享受税减优惠，但由于范围窄、幅度小和激励单一而作用有限；消法的 “双

倍赔偿”又因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和赔偿力度不够，仍让企业对此心存侥幸。

最为著名的范例，就是１９７１年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发布的 《商事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该报告在列举了

５８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后，又将其区分为两个基本的类别：完全自愿性和应由法律调整的非自愿性 ＣＳＲ责任
（Ｓｅ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７１，ｐｐ．３６－４０）。



前 “并不认为食品公司对于顾客的肥胖有什么”，〔７６〕可现在对此不仅要承担道德责任甚至

还有法律责任。（５）责任制度化的许多议题越来越具有普适性和执行性。比如，利益相关
方对企业股份的公益性持有，及其以股东身份参与企业治理；推动建设利益相关方的权益

代理机制，提供对企业和大股东的制衡力等。（６）早期存在的 ＣＳＲ义务内容模糊、权利人
无法行使请求权等难题，已随着责任结构的多层次划分，以及近年来侵权责任、公益诉讼

和集团诉讼等理论的丰富发展，逐步迎刃而解。

　　根据以上共识，不少国家进一步推动了责任制度化的进程。比如，２００５年日本通过修
订商法典中的公司债管理制度、债权人会议制度等，体现出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２００６年
修订的英国公司法增加规定了公司董事决策时所需考虑的商业链条上的雇员、供应商、顾

客等的利益等。许多国际组织陆续推出相关规则，最有代表性的包括：２０００年联合国颁布
的 “全球契约”，提出在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方面的企业实践十项原则，目前已有分

布在１３０多个国家的 ８０００多家成员声明参加该契约；ＳＡ８０００（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８０００）
则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它通过唯一授权的 ＳＡＩ第三方认证机构，重点从员工保护
视角来观察产品供应商是否符合 ＣＳＲ标准；２０１０年诞生的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被视为第一次在全球
范围内形成对社会责任概念的共同理解。〔７７〕

　　毫无疑问，以上世界共识为推动 ＣＳＲ的制度化提供了坚实基础。值得关注的是，就像
《京都协定书》共识与差异同在，当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责任制度化做法也不能简单移植，

毕竟我们在法治进程、环保状况、劳工保护等许多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因而，责任制度化

虽有全球关注的共同议题，但中国又有自己的优先议题，乃至于国内不同地区、行业又都

有不同的兴奋点。比如，教育和培训普及、工作安全、女工保护、解除贫困、反腐败、逃

税避税以及社区发展，不一定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重点议题，却是发展中国家、地区及部

分行业高度关注的问题。〔７８〕实际上，发展差异、缺乏对 ＣＳＲ认识、机制支持不足以及不能
有效监管和执法等，已使中国责任制度化存在较大难度，并且产生了一系列难题。审慎面

对和破解这些难题，实际上成为今后中国推动责任制度化的关键。

　　 （二）责任制度化的中国启示

　　１．根据当下责任关键议题的优先顺位完成制度布局。围绕未来重点强化社会和环境责
任，需要考虑以下两种不同关注：一是国内与国际的不同关注。中国已在责任制度化上作

出不懈努力，不少经济责任标准上已接近甚至超过国际标准，然而，比照许多涉及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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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Ｖｉｖ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８３Ｋｅｎｔ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２２９（２００８）．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综合性标准和行业性标准，前者包括经合组织 《跨国公司行为准则》、全球报告倡议组

织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标准、ＩＳＯ１４０００环境标准、《沙利文全球原则》等，后者包括国际
劳工组织 《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全球宣言》、英国标准协会和挪威船级社等 １３个组织提出的 《ＯＨ
ＳＡＳ１８０００职业安全社会责任评价标准》，以及金融业的 《赤道原则》、玩具业的 《商业行为守则》、成衣业的

《生产行为守则》等。

ＳｅｅＭ．Ｋｅｍｐ，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ＱｕｉｘｏｔｉｃＤｒｅａｍｏ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４１（６）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ａｐｅｒ３３－３７（２００１）；Ｆ．
Ｐｈｉｌｉｐ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２３－２７（２００６）；Ｓ．
Ｓｃｈｍｉｄｈｅｉｎｙ，ＡＶｉｅｗ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２２（２００６）；Ｆ．
Ｗｅｙｚｉｇ，Ｌｏｃａｌ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Ｍｅｘｉｃｏ，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６９
－８０（２００６）．



环境的国际标准仍有滞后。〔７９〕因此，需要正视与缩小在这两个方面与国际标准的差距。同

时，涉及这两个方面国内责任标准的敲定又应考虑自身的关键议题，以及考虑不同层次和

类型企业的承受底线。二是中央与地方的不同关注。凭借中央政府的强势地位，中国推动

ＣＳＲ完全可以 “自上而下”。但是，不同区域的较大差异、资源的相对有限以及强制推行包

含许多道德成份的责任标准的困难，都让中央政府需要正确为自己定位，更多只应在涉及

社会和环境责任底线的硬法设计和宏观规划上有所施为。地方政府可以侧重在符合本地特

点的软法和针对性的政策制订上加以放量，更关注有效地以政策指引、优先议题和激励机

制等，使企业作为社会和环境责任的合作者。

　　２．以制度应对产业转移带来的地区间实施协调和地区内实施保障的责任挑战。产业转
移是重构生产力空间布局和分工体系的过程，也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机遇。在地区间实施协调上，政府需要全面衡量产业转移对企业承担社会和环境责

任的影响，尤其是政策在要素领域可能造成的结构性和体系性的不利影响；政府之间加强

协调沟通，以一系列制度安排削弱行政壁垒和地方区隔，促进产业要素和资源在更广阔的

地域范围内合理配置；行业组织可以尝试建立行业性的产业信息对接制度，以避免重复建

设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责任承接门槛上的 “向下竞争”。在地区内实施保障上，需要以灵活

的制度指向引导企业转变转移中的机会主义倾向，认识到即使在中西部地区，以资源、劳

动力和环境为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培育更多转移产业中的国内品牌商建

立和完善其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制度，像国际品牌商那样移植责任管理体系和经验；克服

对产业转入地因难以甄别技术附加值及对社会和环境影响而导致的产业简单聚集，尤其避

免用要素注入换来的效益溢出这样 “政策洼地式”的传统制度理念，建立起社会责任目标

明确、主导产业清晰、产业关联度强和互补性好的新产业格局。

　　３．责任制度化需要面对企业的不同性质、规模和类型，实行有针对性的分业管理。责任
制度化进程中政府 “自上而下”地推动 ＣＳＲ，至多只在大型国企范围内产生影响，以及起到
典型示范作用。这种示范功能仍应发挥，不过，下一步的责任制度化应把中小企业列为重点，

优先考虑对中小企业在内部管理程序、向利益相关方报告以及其他与社会责任相关的方面，给

予更灵活和适当的方案，甚至可以激励关注对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问题，鼓励与同

行或行业组织集体行动，以节省资源和提高行动能力等。面对产品出口型和海外投资企业，责

任制度化实践亦应结合国际标准倒逼的软肋问题，给予针对性关注，同时又不宜亦步亦趋于国

际标准，而是需要着手制订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化责任标准。面向不同行业的责任实践，作为

责任实践依据的国际国内基本标准，因其通用性和缺少特定行业特征的多元要素，以及兼及

信息数据可得性的考虑，都会影响实践效果的针对性。不同行业的责任议题关注会存在很

大不同，因此需要根据行业的特殊性来制定行业自身的责任标准，至少目前更为可行。〔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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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劳动合同法为例，在集体谈判权方面，国际劳工组织第９８号公约规定的是 “应当”签订集体合同，而中国

法律规定的是 “可以”；在平等就业权方面，中国法律的调控范围明显小于该组织的第１１１号公约中有关就业
和职业歧视的规定；另外，中国迄今仍未加入该组织涉及废除强迫劳动的第２９号和１０５号公约。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 《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ＣＳＣ９０００Ｔ）、中国工经联的 《中国工业企业及工

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商务部的 《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引》、上海经团联的 《上海行业社会责任报

告编制指南》及在食、药领域首推的行业责任报告、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的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 （ＦＩＡＳ）的 《中国信息通讯技术行业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等，已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值得总结经验。



　　４．甄别责任信息公开的难点和理由，推动责任管理转型和引入信息公开保障制度。比
如，《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最大亮点特色，就是推动从传统政府主导的环境管理模式，向

多方参与的开放式环境共管模式的转变。责任信息公开应把探索制度化的信息公开机制作

为优先关注的重点。比如，除了现在较多的责任报告评估和发布，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信

息公开保密审查标准、信息公开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责任事故追究制度，以及主动

公开机制和依申请公开机制、信息发布协调机制、虚假或不完整信息的澄清机制和责任追

究机制等。基于此，需要推行企业信息共享和应用系统规划，稳健扩大责任信息资源公开

的规模，促进责任信息渠道整合、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系统集成，提高制度化的责任信

息公开水平。

　　５．统筹借助各种形式的驱动力，渐以分散化方式完成制度协同。随着市场发展越接近
前沿，政府职能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越需进行深刻调整。就 ＣＳＲ而言，国家直接提供的有形
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减少的同时，需要提供更多的法律、规则和政策之类的无形公共产品。

前文讨论表明，ＣＳＲ正在悄然向新的多元治理模式发展，涉及资源分配的同时已开始从私
人商业领域向公共领域流动，这可以有力补充乃至逐步取代单一的政府监管模式。当然，

中国 ＣＳＲ仍处于发展初期，考虑到市场秩序的现状，当利益相关方无法很快反哺企业以足
够回报时，如果国家不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政策杠杆，短期内尚难以对企业产生足够

的责任压力。不过，随着 ＣＳＲ发展日趋成熟，需要逐步改变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方式，充
分认识到政府之外自我规制体制的重要性，把本来作为责任被动监管对象的企业，视为政

府取得监管目标的合作者，更大程度地采用在政府、商业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

关方之间分享权力和责任的模式。基于此，应更加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功能，强化同行敦促

责任履行的压力。此外，需要更多利益相关方的监督以及 ＮＧＯ组织的兴起带来的更多监督
方式。

　　６．甄别不同效力法律之间的管辖范围，给予相应的实施定位。根据上述讨论，责任制
度化在法律层面上，需要的是硬法的审慎介入和关注软法适度放量后的权威问题。责任硬

法化的范畴，除了以直接的方式解决重大、敏感和迫切的问题，如非标准劳动关系反映出

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需有所扩大的问题，中国电讯反垄断案件折射的竞争法粗疏性问题、

食品安全的多头共管显现的责任衔接和统筹问题等，更应加强以间接的方式，着力于为维

护利益相关方的广泛权益构建框架，如以强制性的责任强化财产权、投资、贸易、环保、

信息披露和上市规则等。在推动责任制度化放量的软法上，最为根本的是在实施上缓解责

任软法化的不确定性困境，除了可以寻求在立法上给予必要的硬法支撑，还可以通过恰当

配以多样的利益激励，鼓励司法依照 “私法自治”和 “约定必守”的原则，认定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承诺具有一定约束力等方式加以解决。

　　７．更灵活运用政策工具，由以往的零打碎敲转向整体责任制度推进。当前政策工具在
责任制度问题上，侧重点在于如何设计税收、立项、免检、贷款等杠杆的交错运用，以后

需要更为敏锐地、“建制性”地更新或接入新的符号加以完善。当下应关注以下三个重点：

一是激励运用更多制度性的信息化扶持措施。以节能环保为例，可以通过推动智能交通、

智能建筑、智能电网和智能物流等涉及智慧城市建设的制度引领，提高传统行业的节能效

率；以推广电子帐单、手机报纸、无纸办公、视频会议等虚拟替代的制度劝导，刺激非实

·６５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物化的作业方式；以借助对能源消耗和碳足迹加以信息监控的制度保障，降低碳排放及反

推产业升级。二是全面推行企业征信系统建设和实施。目前，企业征信主要涉及消费者、

交易对方、合作伙伴等市场反馈信息，法院判决、知识产权、行政奖惩等官方评价信息，

形成对企业失信及 ＣＳＲ承担的有效监管，利于企业诚信经营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
以后需要重点推动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的可行性研究以及相应的运维机制；鼓励不同政

府职能部门示范建立企业失信信息记录、共享、使用和惩戒等信用制度，以及制定和实施

守信激励政策。三是更多借助市场激励、监管、公共投资、产业政策等多元政策配套，鼓

励诸如绿色技术改造和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承担。巨大的市场规模有助于快速推广成功

技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高投资率能快速更新原有的低效和高污染的资本品，

日益增长和充满活力的民营实体如能获得足够融资，将会对政策信号作为积极响应。

　　８．探索和试验对接国际惯例，倒逼责任制度创新和改革以形成新机制。“当前中国经
济走到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海外贸易需求下降、经济新兴增长点空

缺的转型攻坚时期。”〔８１〕外贸方面亟需提升出口竞争力以继续获取 “新的海外红利”，重点

拓展转口和离岸业务。不过，美欧推动的ＴＰＰ和ＴＴＩＰ回避ＷＴＯ而为全球治理的未来重新建
章立制的两个自贸区都不包括中国，让中国滑向国际贸易体系边缘而面临 “二次入世”危

险。很显然，包括 ＣＳＲ在内的国际标准和规则，将对期望借力海外投资和出口外向的中国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上海自贸区”承载着中国改革再出发的重任应声推

出，其目的是通过新的开放，推动建立与国际高标准制度接轨的现代治理体制，以率先实

现包容性、平衡性和可持续发展。基于此，一方面，中国企业的责任制度化实践已没有太

多时间磋砣，尤其是那些雄心勃勃进军自贸区的中国企业，需要尽快学会如何遵守包括

ＩＳＯ２６０００、ＳＡ８０００等在内的各种高标准的国际责任惯例。另一方面，政府推行责任制度化
同样应有新的安排，需要创新责任准入制度，制定 ＣＳＲ负面清单，并实施安全检查、反垄
断审查和例外管理措施等；进一步完善涉及利益相关方的市场运营制度；建立以事中、事

后监管为核心的综合责任监管新体制，迅速树立中国积极融入国际责任标准的新形象。

　　９．借力非政府组织健全和完善责任认证制度，增强责任认证的国际话语权。在国外，
责任评估多为被动评估，有专门的组织对符合范围的 ＣＳＲ报告进行评估。目前中国的不少
行业组织、区域乃至上规模企业都已试水并取得一定经验，初步形成了定量数据评估、专

项管理评估、第三方问卷调查、关键事件评价的闭环责任评估和认证流程。当然，由于国

际标杆和业内优秀企业的责任标准差异较大，即使政府推出的划一标准也尚难普及，因此

更应把重心倾向责任认证制度，保持国内认证与国际认证兼容性。鼓励国内认证机构发展

壮大，并积极与国际知名认证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尤其是建立与国际权威认证机构的相互

认可机制，增强国内责任认证的国际话语权。此外，还可积极开放外企在华认证申请，并

通过启动与贸易国认证互认的谈判程序，放大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 “等同”程度，顺利

实现两者的对接。

　　１０．以引导企业加强内控机制和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推动责任的企业自我规范。除外
部企业风险内控规则，作为对内具有半强制性的自治规则，极少企业会把对股东以外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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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汪仲启：《“上海自贸区”：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举措》，《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会责任内容写入章程。事实上，修订后的公司法肯定了公司章程的自治，在不违反强制性

规定的前提下，允许公司对章程进行个性化设计。其目的固然是淡化国家的干预，但可以

借助于企业设立时的章程审查及给予政策配套等，鼓励企业把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内

容列为章程的必要性条款，以此来制约董事会构成等治理结构不合理可能对 ＣＳＲ产生的负
面影响。同时，应注意让管理层拥有更多裁量权。只要在资金动用额度、业务合理关联性

和耗费的惯常标准等方面，并不引发股权的强烈敌对，就应予以认可。惟有如此，才能保

证结构优化了的管理层保持在灵活、适应和自我纠错的状态，把来自股东、雇员以及社会

的压力理解为认识的来源和自我矫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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